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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快堆的国家，可以永久地解决

能源问题。”“首先发展快中子增殖堆的

国家，将得到原子能方面竞争的利益。”

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看到美国著名物理

学家费米的这两句话，他的心里就埋下了

一颗种子：中国的能源发展需要快堆！45

年弹指一挥间，从青春年少到年过古稀，

他把个人的命运、事业的追求都融入了快

堆的发展，任凭风云变幻，世事变迁，他

始终固守着心中坚不可摧的信念。他就是

中国实验快堆总工程师——徐銤。

结缘快堆

1961年，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

的徐銤，来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年后，他第一次听闻“快堆”——快中

子增殖反应堆这个概念。当时国外正在发

展这种新堆型，原子能院也开始跟踪这一

国际前沿课题。尽管，这并不是他份内的

工作，但勤奋好学的徐銤还是把目光投向

了这个崭新的领域。

1968年，他正式进入快堆的科研队

伍。1970年，徐銤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快堆

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说

起这段往事，徐銤难掩那份骄傲和自豪，

“1964年，我国刚刚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

原子弹，高浓铀十分紧缺。1968年那次实

验用的50公斤高浓铀是经周恩来总理特批

的。”他也清晰地记得1970年那一天的情

景，“6月29日，夜里11点多，也很巧，

恰好轮到我当值班组长，实现临界了，

大家鼓掌、庆祝……”这次零的突破，犹

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同

时，也开启了他与快堆的不解之缘。

执着坚守

1971年，国家一声令下，快堆队伍来

到了“三线”——四川夹江。当时正值

“文革”期间，国家经济困难，没有足够

的科研经费，加上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都

不明确，快堆的发展一时陷入困境。

在这个时候，许多人放弃了。1985年

前后，情况最糟糕，原本300余人的快堆

队伍在短短一年里只剩下100多人……而

本有机会去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的徐銤没

有走，大亚湾核电站投来的橄榄枝他也没

有接。徐銤坚持认为，“快堆对我国的经

徐銤，45年坚守为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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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遇到困难只是暂时

的。”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不管外界条

件如何，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快堆的研究。

在调研了大量的国外资料后，他对快堆有

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快堆不仅用来增殖，

也可以用来嬗变长寿命的放射性核素。既

能解决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又能

够解决高放废物的污染。这无疑是一种绿

色的洁净能源。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信心

更加坚定了，一边自己努力，一边为这项

事业到处奔走呼吁，力争保留了一批快堆

的核心技术力量，这些都为快堆日后的重

新崛起打下了基础。

曙光初现

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对王大珩、

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等四位科学家关

于我国应跟踪世界高技术前沿的建议信作

出了重要批示，从而催生了“863”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

时间定格在1986年4月的某天，200多

位专家汇聚北京，共同商讨国家“863”

高技术计划项目。当时，尚在四川的徐銤

也被派参加了这一次决定快堆命运的关键

会议。经过各路专家的激烈论证，最终快

堆作为能源领域的项目被纳入了“863”

计划。此时，快堆犹如一叶搁浅已久的小

舟，重新驶入了新的航程。

从1971年到1986年，16个春秋似乎眨

眼即过，但在项目几乎零进展的情况下，

坚守16年又何其不易。但是，这一天的喜

悦足以冲淡所有的等待和艰辛。

1987年，从四川重回原子能院的徐銤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快堆的研究和建设中。

强烈的责任感如千钧重担压在他的肩头。

在总结了国外快堆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后，

一幅发展蓝图在他的心目中逐渐明朗：第

一步，实验快堆；第二步，原型快堆；第

三步，大型商用快堆。

为国奔走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快堆，徐銤对快

堆的宣传不遗余力。长期以来，他只要一

有机会就向各级领导汇报、阐述快堆对中

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85年的一天，他

碰到了王淦昌先生，就向王老汇报了国内

外快堆的进展，王老一下子就被徐銤的介

绍吸引了，听了足足半个小时，甚至还推

迟了接待来客的时间。后来，本来是研究

聚变物理的王淦昌，成了快堆的支持者。

快堆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起起

落落，个中滋味恐怕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

会。中国实验快堆起步之初就踏上了长达

３年的筹款之路；1997年，当快堆人热

火朝天地进行初步设计的时候，一则关于

“法国超凤凰快堆电站寿终正寝”的新闻

报道引起了核能界的极大关注，对快堆造

成了很大冲击；2009年，即将临界之时一

封群众来信又使这个项目推迟了将近一

年……

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徐銤就反复

论证、各处奔走宣传，他曾给邹家华﹑曾

培炎以及张云川等领导同志都写过信。有

人不解道：“搞不搞快堆是国家的事情，

你怎么这么带有个人色彩！”面对这些声

音，他表现出一种固执：“快堆是国家需

要的，而且从技术上来讲是毫无疑问的，

我相信科学。领导没有专门的时间去研究

快堆的技术问题，这是我们科研人员要做

的事情，快堆的发展得不到支持，责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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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我们的汇报和宣传力度还不够。”徐

銤的描述虽然语气淡定平和，但笔者依然

能够感受到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身上所蕴含

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剑拔弩张，也不是

随波逐流，而是一种为国奔走的责任。

他经常对工程部的年轻人说：“我们

是在‘替天行道’，这个堆是国家要的，

国家就是天，人民就是天啊！”有人说，

他更像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正所谓“为国

为民，侠之大者。”

坚持自主

中国实验快堆立项之后，徐銤一直担

任总工程师，在这期间，他组织人员克服

重重困难，为确保工程建设的安全可靠倾

注了大量的心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快堆的建设缺少相关经验，而且

技术难度大，作为快堆的总工程师，在提

出重大技术方案、做出重要技术决策时，

有时冒着很大的风险。再加上核工程不同

于一般的工程，如果发生意外，后果不堪

设想。可徐銤明确表示：“决策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对了，荣誉是大家的；如果说有哪

一点做得不对，或是做错了，那是我总工

程师没有尽到责任，我来承担全部责任！”

徐銤如此的气魄让项目组成员口服心服。

由于我国对快堆设备和系统设计制造

技术储备不足，为了减少国内研制费用和

验证时间，决定部分采用俄罗斯快堆设备

和系统技术方案。作为总工程师，徐銤在

技术上领导了这一合作。在合作过程中，

他始终强调“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

针，在许多方面上，要求与俄罗斯做平行

设计，实现设计自主性。在他的带领下，

快堆项目组首先自主完成了中国实验快堆

的概念设计，然后，中方工程技术设计人

员在消化吸收俄方技术设计的基础上，又

独立完成了快堆的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

快堆采用液态钠作冷却剂，堆芯功率

密度高，钠液出口温度高达530℃，技术

比较复杂，为保证快堆运行的安全可靠，

徐銤坚持采用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的方

案。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就是在万一发生

事故的情况下，不用人工操控就可以自动

把余热导出，防止堆芯熔化。为了这一

点，一向随和的徐銤在谈判桌上表现出了

少有的执拗，光是和俄方的谈判就进行了

3次，最终，俄方同意了，而且经试验证

明该方案是可行的，更让人高兴的是，该

方案的采用使得我国的快堆与世界已建快

堆相比，是最安全的一座。

2010年7月21日9点50分，中国实验快

堆首次成功临界。徐銤无比开心。但在临

界仪式的座谈会上，回忆起往事，徐銤坦

言：“尽管在60年代还并不真正清楚快

堆到底能进展到什么程度，但总想为国家

作出贡献，所以我们连续几十年一直在坚

持。快堆的发展得到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关怀和支持，最早的是1968年周总理亲

自批准用高浓铀给我们做快中子零功率实

验……”说到这里，这位一向温和儒雅、

面带微笑的老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哽

咽了……国家支持和需要，在他心里是崇高

的使命，也是历经岁月堆积沉淀的情感。

采访结束，徐銤骑着那辆从1973年就

陪伴着他的永久牌28自行车渐渐远去。也

正如他自己所言：“尽管中国实验快堆建

成了，但我依然放心不下，要把更多的精

力放到快堆后续的发展上……”

(原载《中国核工业报》 2010年8月11日)


